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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结合包容性创新能力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价值，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运用民族七省区“十二五时期”面板数据对我国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测度，获得各地区综合能力指数；回归再检验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密度和外贸依存度对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存在正向作用，建议民族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拓跨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加快城镇化建设并稳定一支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以因地制宜地提升当地包容性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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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inclusiv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clus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national seven provinces in the“Twelfth Five-Year”preio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me- asurement on the inclusiv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thnic regions in China, and obtain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dex. The results of re- gression and re-examination show that highway density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inclusive innovation c- apacity.It is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ctively develop trans-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ccelerate urbanization and stabilize one Rural practical personnel, to local conditions to enhance local inclusiveness of inno- 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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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1912年熊彼得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学界和社会对其认知长期停留在“精英阶层的精英行为”这一层面，而较少与BOP（Bottom of Pyramid，金字塔底端）人群相联系。2002年，Prahalad&Hart指出，企业组织应该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满足BOP人群的内在需求；或利用该人群的创新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缓解和消除贫困［1］。包容性创新由此丰富了创新理论内容：它坚持各层级社会群体在拥有创新资源和享受创新成果时机会均等、公平参与；主张开发BOP人群的消费、生产、价值链整合以及创业潜力，并以此消除贫困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却不断增多：萃取式（exclusive，又译“排他式”） 增长理念在提高效率、导致强者更强的同时，所带来的极化现象也越来越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势群体或后发地区构成剥夺与排斥，包容性理念呼之欲出。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时，强调必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包容性创新成为必要。
民族地区是我国后发地区，虽然近些年经济持续增长，但问题依然突出：贫困发生率高，严重影响整体均衡；经济增长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政府投资驱动高度依赖，缺乏可持续性；自身条件有限导致其对资源和政策的把控力不足，从而进一步丧失发展机遇，等等。显然，包容性创新的根本理念契合了民族地区的发展需求：坚持包容性创新，最大可能地开发民族地区民众的创新潜力、最大可能地凸显民族地区在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作用，才能为区域发展注入内生力量，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做到不掉队、不后退，缓解当前的“短板化”、“边缘化”态势。
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者对包容性创新的研究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研究多而实证研究少，常见文献是将包容性创新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并重点探讨其理论内涵 [2][3]，有限的实证研究往往集中在包容性创新绩效或创新能力两个方面[4][5]。即便如此，学界对“包容性创新能力”的理解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所建立起的测评指标也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二是虽然民族地区是我国推动包容性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受众，但在当前研究中缺乏专门研究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的文献，研究结论也有较大的普适性，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启示有限。为此，本研究拟对我国民族各省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客观认识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的水平、差距、影响因素等问题，为民族地区发展和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 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包容性创新能力是通过建立多元参与主体的创新体系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并实现预期的综合收益，以及为维持和提升这一绩效所必须建立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网络体系[5]。构建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不能仅仅通过创新绩效来反映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这一观点，前期学者在测度类似概念时都有强调。例如，在构建国家创新能力测量指标时，Hu&Mathews(2005)指出，国家创新能力与创新的绩效无关，而是与支撑创新的资源有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持续创新活动的体制结构和支撑系统的度量[6]。这种判断对后来国家创新能力测度指标建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为它强调测量国家创新能力更应关注其创新过程和制度潜能。而在构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测量指标时，同样有学者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其能力不能简单地以产出的经济量或公布项数来测度[7]。
第二，测度体系必须能反映包容性创新能力区别于一般创新能力的特征。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不同，包容性创新颠覆了传统创新模式，其创新理念蕴含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将弱势群体作为关注对象，注重创新过程的广泛参与性。因此，包容性创新能力尤其不能仅仅通过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来反映，更多的是要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包容性创新能力应该指某一国家或区域实现包容性创新的可能性；对政府而言，包容性创新能力应该体现其在“对民生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对‘草根式创新’的环境的培育”[4]；
第三，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应该能反映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并切实考虑指标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从定量的角度对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测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关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的方法和路径。因此，指标体系既要反映问题、体现差距，同时也要注意各指标的现实可行性。特别是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避免采用一些统计不全的指标。
综上，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指标体系。

一是中低收入群体需求。这符合包容性创新区别于传统创新的典型特质，即把低收入人群看作潜力巨大的消费者与创新者。在二级指标方面，本文继续采用赵武等（2015）的思路，从“发展需求”和“生存需求”两方面来反映某一特定地区包容性创新过程中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状况[5]；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选取了“社会消费品总额”、“农村用电量”等来反映中低收入群体的发展需求，选取“人均用电量”来反映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需求。

二是包容性创新主体。包容性创新强调将普通民众纳入创新主体，并赋予全体民众均等创新机会，本文主要从“参与主体”和“参与机会”两方面来反映。指标设计方面，结合民族地区统计工作成果，选取“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地方部门所属的研发机构数”和“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数”来反映参与主体状况；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地区文盲率”和“15到64岁人口占比”来反映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参与主体的参与机会。

三是支撑条件。它指培育包容性创新主体的基础条件，本文主要从“科技支持”和“教育支撑”两个方面来考查。三级指标方面，结合民族地区统计工作实情，选取了“国家政策支持状况（星火计划项目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地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各地区研发项目数”、“各地区科普专职人员数”以反映科技支持状况；选取“普通高等学校数”、“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来反映其教育支撑状况。

四是包容性创新环境。民族地区多为贫困高发地带，农村境况尤为不佳，因此地区所处的外部环境将直接影响其包容性创新能力。本文主要从“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来考察，并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电话普及率”、“互联网上网人数”来反映技术环境，选取“公路+铁路里程数”、“广播电视覆盖率”、“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来反映社会环境。

五是包容性创新产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最终将落实到对创新绩效的衡量。包容性创新的目标重在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对低收入群体需求的满足，因此这里既要考虑创新的科技和经济产出，更要考虑到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的社会产出。本文选取“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数”来反映科技产出，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来反映社会产出。
具体指标体系内容如下表。

表1 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中低收入群体需求
	发展需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小时

	
	生存需求
	人均用水量
	立方米∕人

	创新主体
	参与主体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
	个

	
	
	地方部门所属的R&D机构数
	个

	
	
	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数
	所

	
	参与机会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人

	
	
	地区文盲率
	百分比

	
	
	15到64岁人口占比
	百分比

	支撑条件
	科技支持
	国家政策支撑状况（星火计划）
	项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R&D经费投入强度
	总额=1

	
	
	分地区R&D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各地区R&D项目数
	项

	
	
	各地区科普专职人员数
	人

	
	教育支撑
	普通高等学校数
	所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
	万人

	创新环境
	技术环境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互联网上网人数
	万人

	
	社会环境
	公路+铁路里程数
	万公里

	
	
	广播电视覆盖率
	百分比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创新产出
	科技产出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数
	项

	
	社会产出
	城镇登记失业率
	百分比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百分比


3 基于“十二五时期”面板数据的民族七省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

3.1  面板数据来源
面板数据是包含若干截面个体成员在一段时期内的样本数据集合，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不同，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更容易控制个体异质性，更适合研究动态调整过程[8]。根据学术界关于“民族地区”的定义方法，本研究以“民族八省区”作为个体成员以反映民族地区状况；由于西藏地区数据严重缺失，故仅选取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宁夏等7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为力求数据新颖性并受资料限制，最终时间截面为2011至2015年。本研究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居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等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公开信息。
3.2  数据处理及其结果
为保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准确性与合理性，研究者首先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现有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主要有均值化、标准化、标准差化以及极值化处理方法，本文采用了极值化方法：利用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原始数据转换为0-1范围的数据，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影响；同时根据各项指标的作用方向，将分其分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并采用效用值法把负向指标和适度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以实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同趋势化。如，对正向指标如“收入增幅”、“R&D经费投入强度”、“地区科技投入”等，做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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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负向指标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地区文盲率”等，其处理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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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指标对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容易确定，因此本研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参照常见处理方式、假设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是等权重的，并分年度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求和，从而计算出分年度、分地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IICI，即：


[image: image3.wmf]å

å

=

=

=

n

i

j

i

j

x

IICI

1

,

5

1


最后得出结果见表2。
表2 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分年度测度结果

	时间
	内蒙古
	广西
	青海
	贵州
	云南
	宁夏
	新疆

	2011
	18.8
	18.78
	5.85
	11.98
	19.34
	6.05
	15.57

	2012
	17.23
	18.31
	5.35
	10.63
	17.55
	6.14
	15.85

	2013
	17.18
	19.38
	4.80
	11.8
	18.29
	6.53
	15.26

	2014
	15.8
	17.67
	5.49
	12.96
	18.36
	6.51
	14.82

	2015
	15.36
	18.93
	4.56
	13.21
	19.25
	6.48
	14.28

	均值
	16.87 
	18.61 
	5.21 
	12.12 
	18.56 
	6.34 
	15.16 


为进一步的了解各个民族地区在本时期内的包容性创新能力变化情况，本研究根据各地区逐年的指数水平绘制了其各自的包容性创新能力变化趋势图，其结果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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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各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年度趋势示意图

测度结果显示：民族地区七省区间包容性创新能力出现非均衡性，广西、云南和内蒙古三地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新疆、贵州两地居中，而宁夏和青海一直保持较低水平；指数均值极大值为18.61（广西壮族自治区），极小值为5.21（青海省），两个极值之间相差达3倍多；年度指数极大值为19.38（2013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极小值为4.56（2015年的青海省）。这说明，在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促进包容性创新方面，即使均为中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的表现有较大差异。
同时，测度结果还表明，总体看来，2011-2015年间，各地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并未出现巨幅的提升或下降，但各地变化趋势仍然不一。如，贵州虽然整体水平不突出，但在2012年后却开始持续增长；同样的，云南省在经历了2011-2012年的短暂下滑后，此后也一直呈现出连续增长趋势；而内蒙古甚至一度出现了明显的连续下降趋势。这可能跟各地区“十二五”时期的相关地方政策有关。例如，分析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的指标构成即可发现，科技支撑和教育支撑在综合指数中具有重要影响，而综合指数较高的几个地区在这几方面均有良好表现，在科技创新政策及人才引进战略等方面均采取了重要措施。如贵州自2012年以来，大力发展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可能是导致其2012年后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持续增高的重要原因；广西一直坚持利用地缘优势，借助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对外开放，因此其包容性创新指数一直在七省区中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4   民族七省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结果的回归再检验

如前所述，测度结果显示，即使在民族地区内部，省（区）际之间的包容性创新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而测度工作本身只是让我们对各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建立基本认知，却并不能解释结果背后的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寻求其他变量来解释测算结果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测度结果中不难看出，位于西北内陆地区的宁夏和青海等地包容性创新能力一直相对较弱，而地处边疆的广西、内蒙古、云南等地的表现却一直较好，这一特征促使我们初步判定，基于地缘特色的区域开放程度有可能成为影响某一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的影响因子。
开放度是当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研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学术概念。在跨国际比较研究中，对外开放度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或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9]。世界经济论坛(WEF) 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每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均将一国的国际化程度作为衡量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一个省级区域而言，开放程度主要是指该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准入程度[10]。为进一步探讨包容性创新能力与区域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对测得的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与其开放度进行回归再检验，即以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IICI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开放度的若干结构因子为解释变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发现变量间关系，为下一步的改进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当前学者对区域开放度的量化指标不一[11][12]，结合研究目的，本次研究主要从市场、资本、人力、流通等四个方面考察民族地区各省区的开放程度，具体含义如下：
第一，商品市场活跃度CMA。反映民族地区各省区内商品市场的开放情况，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算。
第二，高速公路密度HD。反映民族地区各省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用“高速公路里程数/地区面积”来测算；
第三，外贸依存度FTD。反映民族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考察进出口贸易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GDP”来测算；
第四，流动人口比率FPR。反映民族地区人才竞争力和人才市场发展情况。结合民族地区人口统计工作的不完备性，本研究用“基年常住人口数—上一年常住人口数）/上一年常住人口数” 来测算。
为揭示区域开放度对包容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以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回归再检验的相关数据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居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获取，每个指标均可获得35个样本量，全面反映民族七省区整个“十二五规划”时期，连续5年的样本数据。研究者首先对五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数列均值都大于标准差，说明这些数列符合正态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表3 IICI与区域开放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CMA
	HD
	FTD
	FPR
	IICI

	最大值
	0.378
	1.074
	0.292
	0.027
	19.380

	最小值
	0.245
	0.096
	0.017
	0.002
	4.560

	均值
	0.304
	0.480
	0.106
	0.008
	13.267

	标准差
	0.043
	0.297
	0.080
	0.005
	5.300

	样本量
	35
	35
	35
	35
	35

	截面
	7
	7
	7
	7
	7


经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方法后，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建模；同时为确保数据精度，研究中对所有数均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由此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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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3…7，t=2011，2012，2013，201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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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归截距，
[image: image7.wmf]it

m

为误差项；
[image: image8.wmf]�

CMA

ln

、
[image: image9.wmf]HD

ln

、
[image: image10.wmf]FTD

ln

、
[image: image11.wmf]FPR

ln

分别为变量商品市场活跃度、高速公路密度、外贸依存度、人口流动比率的对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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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经过Eviews6.0操作，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表4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商品市场活跃度CMA
	-0.5184
	0.3807
	0.0224
	＊＊＊

	高速公路密度 HD
	0.0970
	0.0385
	0.0190
	＊＊＊

	流动人口比率FPR
	-0.0163
	0.0389
	0.6786
	

	外贸依存度FTD
	0.0747
	0.0484
	0.1361
	＊

	R2
	0.9919
	调整后R2
	0.9879

	F统计量
	293.7891
	 杜宾-沃森统计量
	2.2785

	F统计量伴随概率
	0


注：＊，＊＊，＊＊＊分别代表变量在15%，10%，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结果表明，该回归模型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919，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879，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在显著性上，各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变量“商品市场活跃度CMA”、“高速公路密度HD”、“外贸依存度FTD”能较显著地影响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人口流动比率FPR”对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十分显著。
在作用方向上，回归模型同时显示，“高速公路密度HD”和“外贸依存度FTD”对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这与我们的经验性判断相吻合。因为高速公路密度反映的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外贸依存度反映的则是本地经济开放程度，基础设施良好和经济开放均有助于促进创新资源合理流动、调动草根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提升。这种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我们前文中的猜想，即广西和内蒙古两地，因为其地处祖国边疆，并分别与境内各地及东盟、西北亚等其他国家有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其包容性创新能力比其它民族地区更高。不仅如此，这种研究结论也与研究者的实地调研心得相吻合。研究者曾调研过我国若干个民族地区“淘宝村”，这些淘宝村在发展电商淘宝业务的同时，调动了当地村民的“草根创业”激情，是典型包容性创新的体现。从地理区位上看，这些淘宝村多分布在基础设施好、高速公路密集的县域，这种区位优势有利于在原材料采购和成品销售中增加物流速度、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随着业务发展，跨境电商业务不断增加，外贸依存度和包容性创新能力也出现齐增态势。

回归结果同时表明，“商品市场活跃度CMA”和“流动人口比率FPR”对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有反向影响。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商品市场活跃度衡量的是一个地区商品流通程度及市场发达程度，市场经济发达的同时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壁垒加剧，这可能反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极化现象而不利于包容性创新；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比率过大也不利于包容性创新。包容性创新主体仍以年轻人居多，民族地区当前人口流动仍以外出务工为主流，当这种外出务工人口增多导致流动人口比率增加时，坚守家乡的人数减少，力图实现本土创新创业的人更少，同时也不利于当地公共部门对中低收入群体组织培训，因此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受到影响。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分别从低收入群体需求、创新主体、支撑条件、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等五个方面，并采集了2011-2015年间民族七省区 “十二五”时期的相关数据，对其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不均衡，西北内陆地区的综合指数明显低于边疆民族地区，而且同一民族地区常年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稳定，很难有大的改变。

为解释这种包容性创新能力的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了区域开放度的概念，对包容性创新能力指数和开发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再检验。结果显示，民族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和外贸依存度对其包容性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而人口流动率却与包容性创新能力负相关。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增加一个单位，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可以相应的增加0.0970个单位。同时，研究结果显示，商品市场活跃度却对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负相关。这为我们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提供了方向。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对民族地方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提供硬件支撑。建议民族地区加快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加强农村物流和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城乡一体化物流配送体系，提高区域中心分拨功能和配送服务水平。而在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应该大力推进光纤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加快建设电子商务公共平台；
第二，加大对外经贸联系，为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提供长效条件。包容性创新在于调动区域内草根阶层的创新需求和创新动力，同时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其创新创业提供支撑。建议民族地方政府结合自身资源特色，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加强跨区域和境外经济合作，以借用外力带动更多BOP人群参与创新活动、分享创新成果；
第三，加快城镇化建设，为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消除城乡壁垒。包容性创新的目的就是将尽可能多的BOP人群纳入创新体系，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拉大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创新构成排斥。建议民族地区加快城镇化步伐，为现代新型农民进入包容性创新体系清除制度障碍；
第四，稳定农村人才队伍，为民族地区包容性创新提供人力资源保证。人力资源是所有创新资源中最活跃的资源，更是包容性创新的创新主体和服务客体，建议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吸引农民工返乡，同时加大农村科技培训，建立并维持一支稳定的包容性创新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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